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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权增能视域下民族民间体育的传承演进

———基于皖江裕溪河龙舟竞渡的田野调查

花家涛

(安徽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摘 要:基于田野调查,以皖江裕溪河龙舟竞渡为个案,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民以民族民间体

育活动助推农村建设表征其主体性的社会心态历程。发现民族民间体育赋权农民主体性的阶段性特

征:自在运行阶段的农民主体性,是以农耕文化传统惯习驱动,赋权自然村落家族单位的组织结构,
以社会文化秩序增能建设农村的水平;自为传承阶段的农民主体性,是以农耕文明保护为乡村价值的

发展逻辑,赋权地方乡贤能人组织地域文化集体行动,以乡村民俗活动的话语权力增能驾驭生活的水

平;自由发展阶段的农民主体性,是以农村体育发展在乡村振兴中的地位,赋权农村社区体育组织积

极再造乡村文化价值,以文化资本开发增能建设农村社区的水平。自在、自为、自由的阶段特征也是

农民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对农村地位认同差异的社会心态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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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战略延续和超越了始自20世纪初

旨在寻求 “民族复兴”与 “国家现代化”道路的

“乡村建设运动”,并在 “物的现代化”和 “人的

现代化”框架中叙述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时

代使命。2021年出台的 《乡村振兴促进法》,既

提出了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加快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要求,还提出了 “丰富农民文化体育生

活”“加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保护”的措施,为

乡村振兴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政策指引。党的二十

大报告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提出 “扎实推动乡

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1]因
此,在寻求动员和组织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道路

中,阐释赋权增能中坚持农民主体性的实践机

制,增强其参与乡村振兴的主体意识与实际投身

建设的主体能力,有利于保护与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动员与组织农民参与农村社区建设,促

进与提升农民自身发展。鉴于赋权增能是一种为

个体、组织和社区相互依存的主体 “获取资源、
获得控制权和评估环境,以便更充分地理解影响

其生活条件”的集体动员方式[2],以赋权实现主

体增能和成长双重目的,本研究在2018年5月

至2021年7月的田野调查基础上,以皖江裕溪

河龙舟竞渡为案例,以 “在社区中发展体育、在

体育中发展社区”为研究立场,从人类学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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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位视角出发,回归农民的生活世界,以其 “过
好日子”的主观诉求,在文化-实践的维度上,
在 “思想驱动、组织结构、集体活动”[3]的一个

完整行动结构中讨论民族民间体育赋权增能农民

主体性的实践逻辑。

1 自在运行:文化传统驱动的身体展演

在我国签订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

前的乡村社会,农村民族民间体育以 “自在”的

方式运行,表现为一种在民俗习惯中养成的集体

记忆与身体技艺,并作为一件文化事项,既负载

了诸多民间文化价值而呈现出地域性象征符号,
又在各种文化传统与思维惯性中承载了乡民自发

的生命情怀[4]。

1.1 文化传统惯习的驱动力量

在生产生活中创造、积累、传承下来的传统

文化,承载了思想、思维、理念方面的文化传

统,变成融入日常生活的文化基因,并在非正式

制度的行为文化中以价值、规范、信仰的方式促

进社区发展[5]。皖江裕溪河流域地理空间的龙文

化崇拜与伍子胥河神信仰及水战历史记忆,形成

了意识与生活辩证统一的龙舟竞渡文化,发挥着

农村社区赋权增能的功能。
全长60

 

km 的裕溪河连接皖江与巢湖,流

经巢湖市、马鞍山市、芜湖市。1985年,在裕

溪河北岸的 圩 田 水 乡 发 现 了 距 今5
 

500年 至

5
 

300年的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 “首
尾相连,吻部突出,头上有两角,龙有须,身上

阴刻17条交错线似鳞状”的凌家滩玉龙。该流

域盛传 “苍山小白龙,祭母降喜雨”的故事,形

成了 “孝,礼之始也”的民间叙事逻辑,起到习

礼成俗的作用。裕溪河流域还流传 “伍子胥过昭

关”传说,其为父兄复仇的故事,既是对复仇精

神与孝道观念的肯定,也是对伍子胥刚毅、坚

忍、反抗性格的推崇。以至于伍子胥被尊为裕溪

河的 “河神”,也是该地域龙舟竞渡所祀之主神。
而 《三国志》记载裕溪河 (古称濡须水)乃三国

水战要道的历史 (“霸为都亭侯……从讨孙权,
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6]),凸显了

该流域的勇武民风。伍子胥 “河神”信仰与古战

水道的历史,实质上是一种对水文化的崇拜与水

上战争和复仇文化的记忆,是对人水和谐、人际

和谐的文化诉求,以及对包含了强健、自由和快

意行为的追忆。
玉龙文物与白龙传说,说明裕溪河流域的龙

崇拜历史悠久,而古战水道与圩田密布,反映了

该流域舟行舟载的生产方式及与水战争斗文化的

紧密结合,至于伍子胥故事及其河神信仰,则显

示了该流域传承已久的英雄气节,这些历史文化

元素成为地域文化传统,其蕴含敬孝报恩的伦理

规范、团结奋进的价值追求、崇龙尚力的人文传

统、礼宜乐和的社会理想,成为集体行动的驱动

力量,每年以传承了数百年的龙舟竞渡形式集中

展演,实现 “精神因素对生活的影响”[7]。文化

传统惯习沉淀为地域社会的文化特质,推动了传

统生活方式的因袭与传承;而传统生活方式又进

一步助推文化传统惯习成为社会伦理的生成能

力。裕溪河龙舟竞渡即是这种精神因素与生活方

式相互形塑的非正式制度文化。

1.2 村落家族单位的组织结构

农村社区的宗族,是一个以祖先祭祀为中心

的民间信仰组织。宗族通过规范、仪式、活动而

促使农村在 “再生产人伦关系”[8]中守望相助、
不断发展,致使农村社会生活的经济与政治行为

主体主要是家户而非个体。20世纪80年代后个

体意识兴起对农村社会结构、经济组织、规则权

威产生了冲击,形成了以 “个体自由与家庭价值

并重”的社会形态。在聚族而居的村落中,形成

了以国家代言人为主的村干部制度与以宗族为主

的民间组织并存的治理架构。
以村落家族为组织单位的裕溪河龙舟竞赛,

是血缘和地缘合一的熟人社会追求集体荣誉感的

一项集体活动。在非亲即故的邻里乡村,自然地

理边界和社会生活边界都是清晰而重叠的,因竞

渡获胜而得到的褒扬和赞誉,对人们而言是一种

强烈的自我肯定性的心理体验。熟人社会里的集

体狂欢,尤为注重礼俗规约,使竞渡方式产生了

地域性文化特性与地方性竞赛智慧。在裕溪河流

域的生活单位中,村庄之间以龙舟竞渡为形式开

展集体荣誉争夺。其一,所有划手皆为本村成

员,显示本村人丁兴旺、生命力旺盛。其二,若

能举全村之力把竞赛组织好,并获得较多胜利,
“就会得到其他村落称赞和羡慕,全村人都会感

觉有面子”(郑某,2018年5月18日),从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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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溪河流域内获得荣光。其三,村落家族作为单

元在龙舟竞渡中获得面子,与村民个体在村庄内

部获得面子形成互动,从而激励村民为村庄的荣

誉而勇敢应战甚至挑战强队,“拿起桡子,浑身

就有使不完的劲”(一位80多岁的付姓老人,回

忆年轻时划龙舟的竞技状态,2018年5月20
日),奋力争取荣誉。

1.3 身体仪式展演的集体行动

文化传统惯习的内在驱动,需要通过村落家

族在集体活动中组织动员能力来体现。习礼成俗

的文化传统,尤其是身体仪式展演是一种行之有

效的动员方式,要求人们遵循伦理道德的规范和

约束,按乡规民约的方式参与龙舟竞渡,并辅以

一定的祭仪情境设计与营造,进而发展出禳灾祈

福的竞渡民俗,在农村其实是一项习惯法的规定

性内容。
龙舟形 制 为 身 形 窄 长 的 木 制 龙 舟 (长 约

20
 

m,最宽处约1.5
 

m),头尖尾翘。龙头材质

有纸扎与木刻两种,分青、白、红、黄、黑五

色,各村颜色是祖上传下来的。龙舟人员配置为

打鼓、敲堂锣、掌舵、斛水各1人和32位桡手。
竞渡仪式有做龙舟、扎龙头、箍龙鼓、接龙舟、
晒龙舟、发舾、游青、挂红、龙舟宴等一系列程

序。其中发舾 (竞渡出发前的禳灾祈福环节)是

诸多仪式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在 “三拜三求”仪

式中呈现出肉体生命性与具身神圣性的统一。传

统的发舾仪式分为3步。第1步,农历五月二十

凌晨3点左右开始,耆老在村土地祠 (庙)上

香。第2步,耆老在祠堂上香 (保佑本氏家族兴

旺、子孙发达,保佑龙船棹棹得胜、平平安安)。
第3步有4个程序,其一,凌晨3:30左右,3
人从村公房出发,2人抬龙鼓、1人敲打,沿村

中主要道路巡回游走3遍,召集桡手到公房集

合;其二,村长与耆老在村公房停放的两条龙舟

前安放香案,点亮蜡台、燃高香,将公房内的龙

头请出安装在龙舟的龙首处;其三,村长组织桡

手站队,叮嘱禁声,头桡至16桡逐对磕头后站

到龙舟相应桡位,继之村长跪拜;其四是耆老跪

拜,起身念到:“白龙下水,风调雨顺,国泰民

安,五谷丰登,桡桡蘸水,棹棹得胜,保佑XX
(村名),人丁兴旺,子孙满堂,敲鼓!”再燃炮、
擂鼓敲锣,继之应鼓、响锣,一众人员浩浩荡荡

随龙舟向竞渡河道出发。鞭炮齐鸣营造出隆重而

肃穆的氛围,促使参与者在独特的身体体验中激

发出生命的原始力量感。
与祈福禳灾的发舾仪式相比,比赛前的游青

(在村落附近小河中游弋或适应性训练)则以

“仪式性的礼物交换”形式建构乡村社会农民的

社会关系。桡手们随着锣鼓点的节奏出口成韵、
和声悠长地唱龙舟调,其亲戚则来 “挂红” (将
礼物用红布打疙瘩系上,在鞭炮声中用竹竿挑起

送至船上);龙舟 “收红”后在河中绕一圈表达

谢意。在村落公房的醒目位置还张贴所有 “送
红”人员名单及其礼金数目。礼单长短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该村在龙舟文化圈内的社会资本情况。
“这种仪式性送礼给地位与关系提供了一个特别

的场合,是一个人能够动员的关系资本的可见

证明。”[9]

在没有外在力量驱动的自在运行状态下,农

村社区民族民间体育对农民的赋权增能,体现为

赋 “家族组织”之权,增 “集体行动”之能,发

展乡村社会。而农民的自在主体性 (通过人的自

在自发的活动而体现的主体性)则表现为,在日

常生活的文化传统驱动和村落家族的组织下,乡

民行动能力的提升。这种文化传统的赋权增能形

式是自在状态下农村社区发展的重要工具:恢复

20世纪80年代之前被禁止的龙舟竞渡活动,重

新赋予乡民举办民间活动的能力。农耕生产方式

不变,赋权家族组织与增能集体行动的主体意识

和行动能力亦不变;而乡村发展的内驱力不变,
集体行动便会如此循环往复。

2 自为传承:身份认同驱动的文化事件

2006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新农村的社会建

设目标,2011年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
农村民族民间体育在县域范围内基本构建了 “文
化保护与社会建设、政府主导与社会主体统一”
的发展结构[4]。民族民间体育从客观存在的 “自
在运行”阶段发展到具有超越性质的 “自为传

承”阶段。

2.1 乡民身份认同的驱动力量

始于20世纪末,裕溪河流域大量农民由农

业生产转向进城务工,农村 “社会结构、经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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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行动规则和权威”处于被改造的急剧转型

中[10]。当大多数外出务工的乡民处于由工业化

生产和市场经济主导的现代社会结构中时,受一

系列社会机制影响,而被动地 “以现代性作为现

代社会的组织或生活模式”[11]。而这些进城务工

的乡民面临城市户籍与民生保障诉求、物质生活

与精神生活等难以协调的困境,促使其在身份与

心理定位上出现了兼具农民与城市工人的双重

性。他们在自己熟悉的农村人文环境中 “弥合城

市因高度分化的社会结构特征造成精神生活的虚

无化及自由个性的缺失”[12],致使其生活表现出

城市工作的希望感与农村生活的延宕感的交叉性

与轮回性。返乡划龙舟被视作消解乡愁的途径,
而这种消解方式却在年复一年的集体行动中日渐

增强。
国家推动乡村振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遗

传承的双重外在力量驱动,叠加地域文化空间中

的文化传统惯习的内在驱动,让这一时期的龙舟

竞渡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闹场景。每到农历五月

初七、十三、二十、二十五和六月初六的 “龙舟

季”,外出务工的乡民和农民企业家,大多不惜

停工停业,返乡参加龙舟赛。除了龙舟季之外,
在气温适宜的其他节日 (尤以国庆节为最),他

们也会一呼百应,回乡相聚,既看望家人、乐享

天伦,又通过划龙舟联络乡情、娱乐休闲。这种

作为民族民间体育的龙舟竞渡,在一定程度上突

破了民俗活动模式,如省略了发舾与游青等仪式

性内容,直接呈现出体育活动样式。

2.2 地方乡贤能人的组织结构

农村民族民间体育所根植的以血缘和地缘为

基础的熟人社会,在国家现代化进程冲击下面临

被边缘化的困境,但外出务工的农民经过调适已

逐渐适应城市社会生活,成长为新时代的乡村精

英,并在新世纪以来新农村和美丽乡村建设背景

下,形成了与传统家族耆老组织形式分庭抗礼的

乡村精英组织形式,并有逐渐占据主导之势。乡

村精英的崛起解决了农村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主

体缺失的问题,提升了乡村文化的自治力量。
乡村精英有升学入仕的新乡贤,有经商务工

的致富能人,有发展新型农业的中坚分子,他们

有着浓厚的乡土情怀和深厚的乡愁情结,对乡村

文化表现出高度的价值认同,对乡村建设有着深

沉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为实现美好生活的愿

景,他们或立足乡土创业生活,或频繁往返于城

乡之间,依靠其威望、地位、德行、情怀、才能

赢得乡民尊重、认可与追随。他们结合自身特点

与村落实际环境,通过组织结构、制度安排、关

系网络、组织精神和价值取向等联动机制,形成

独立的组织化运作形式,在自在运行中嵌入自为

行动,以集体行动的文化事件来充分发挥主体作

用,在激活、改善、提升农村社会建设内生力量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如通过个人捐赠、集体筹

资和争取政府拨款等形式,为乡村修建全民健身

中心、祠堂、公房、庙宇、公厕、道路、桥梁、
水塘等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设施。

自为阶段的龙舟竞渡在自在阶段以村落为单

位的基础上,增加了乡贤能人组织的以宗族为单

位的竞渡形式,扩大了龙舟活动规模。据地方政

府估计,2017年参赛民众与观众有10余万人,
盛况空前。如2017年雍镇倪氏宗族有10艘龙

舟,直接比赛者达360人之众;2018年雍镇、
陡沟倪家人共同组成15艘龙舟,参赛人数达

540人,倪氏龙舟队俨然成为裕溪河雍镇的焦

点。除传统的村落耆老主持仪式之外,其余各环

节既有挖掘、宣传当地龙舟民俗文化的地方文化

名人参与,也有省域范围的宗亲总会会长及众多

宗亲工商人员的身影。新时代乡贤能人参与寄托

乡愁的民族民间体育集体活动的组织开展,实现

了自我文化传统与现代价值观念的涵融发展,一

方面为村民提供价值再生产的组织力量,满足乡

民精神生活需求;另一方面,也激活了村庄发展

的内生动力,有效推进了乡村社会建设。

2.3 乡村民俗活动的集体行动

随着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施行与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

见》的落实,农村民族民间文化受到极大重视,
各地掀起了 “申遗”热潮。在这股传统文化保护

的潮流中,裕溪河流域的地方文化发展与社会建

设紧密相连,龙舟竞渡也由巡游祭神的祈福禳灾

文化转向情感皈依的身份认同载体,在外在政策

环境规约与内在自主发展需要的涵融中,走向乡

村文化事件 “自为传承”的集体行动阶段。
裕溪河龙舟竞渡于2018年出现企业组队形

式。家装行业的东易日盛公司举办首届 “易起赛

58



河 北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第37卷

龙舟”活动,共10艘龙舟数百位 “东易人”从

全国各地汇集于此,组成企业龙舟团队。该公司

成立于1997年,有80%的基层员工来自裕溪河

流域。2019年举办第二届 “易起赛龙舟”活动

时,组建了21条龙舟,参赛员工达到数千名。
该活动将龙舟竞渡中的团队协作和个人拼搏注入

现代企业文化,同时又满足了企业员工的乡愁情

怀。“东易日盛选择举办龙舟赛活动,既展现了

良好的企业精神风貌,也很好地弘扬了民族传统

文化,更是东易日盛建设工人匠心文化的最好体

现。”(集团董事长陈某,2019年5月20日)这

些外出务工者已经在城市工作中脱域化为基于农

村共同生活经历的情感认同与以农村公共文化生

活为载体消解乡愁的 “情感共同体”,形塑成基

于 “乡愁凝聚”与 “工作同事”情感的新型互助

合作的熟人关系。龙舟竞渡促使乡村结构由传统

家族本位的 “差序格局”转向以个人主体性为主

导的 “圈”和以工作层级结构为主要表现形式的

“层”的 “圈层结构”,继续为村落公共文化活动

提供价值再生产的组织力量[13]。
自为传承阶段的外出务工者,在乡愁情愫凝

聚下形成返乡竞渡的集体行动单元,除企业组队

外,还有以村中心小学为单元的同学竞渡队。这

种集体行动方式,一方面在个体化社会中以文化

传统惯习超越现代性的个体主体性;另一方面,
基于个体与集体的联动关系建构了农村社会的整

合机制,把农民个人与村落群体的伦理规范相结

合,促使农民重新认识与自觉构建村落文化事

件,形成集体认同。因此,“自为传承”状态下

的民族民间体育,赋农民 “集体活动”之权,增

“驾驭生活”之能,以农村社区的 “外生动力”
建设新农村。农民的自为主体性体现在回到乡村

生活场域,催生村庄借助政府保护非遗的外力,
有效推进乡村社会建设。

3 自由发展:美好生活驱动的社区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提

出 “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

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农村现代化离不开农

民现代化;民族民间体育需以地域文化空间中的

农民为中心,以美好生活为旨归,实现从文化传

统惯习的 “自在运行”,发展到纾解农民自身现

代性困境的 “自为传承”,再到发展村落社区农

民的 “自由发展”。

3.1 追求美好生活的驱动力量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任务。乡村振兴视

域下的美好生活,是理想目标与实践议程的统

一,其本质是相通的,即 “最大限度地生存、尊

重与自由”[14]。为此,乡村振兴中农民的美好生

活内涵,需要在传统的 “过日子”层面赋予新时

代的 “主体性意识”理念,“在文化理念革新与

形式开放的现代性价值引领方面,促进农民主体

性自觉与对美好生活追求。”[15]因此,民族民间

体育需要助力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全面融入农村

社区整体性现代化发展进程之中。
农村农民现代化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实践逻

辑,而农民美好生活的实现则是现代化发展的伦

理目的。民族民间体育赋权增能乡村振兴,需要

注重 “提高社区生活质量”的经济目标与 “提高

农民社会权利”的正义目标之间的协调,推进农

民自身的现代化发展,这其中女性农民的现代化

发展问题值得关注。裕溪河流域女性始终被视作

神圣空间内的 “她者”而被遮蔽。经过国家现代

化龙舟竞赛的精神洗礼,女性农民于2008年积

极寻求建立龙舟运动队,但家族耆老不同意,经

多次协商,耆老们折中道:“只要你们能在村里

把钱凑齐,那你们就去放船。”几名女队员以每

家300元的标准一晚上凑了100多家。与耆老们

想像的不同,几乎每家都同意女性划龙舟。为了

与男子龙舟相区别,女子龙舟改龙头为凤头,号

“管氏凤舟”。此举打破了当地 “女子不能划龙

舟”的禁忌。至2018年,裕溪河上相继成立了

3支特色鲜明的凤舟队。
赋权是一个持续不断地为努力改善自身状况

的农民提供所需资源和提高选择能力的过程。农

村女性参与划龙舟的权利由国家龙舟竞赛制度设

计赋予,并通过社区协商得到保障和行使。农

民、社区建立起相互依赖的非等级伙伴关系,实

现乡村社区有效治理的目标。赋权农民的主体性

建构是追求美好生活的源动力,不仅给予社区发

展的信心、资源以及在获取地方政府支持上的话

语权,还给予社区发展自主决策的能力。旨在实

现美好生活愿景的乡村振兴,赋权农民自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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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权农村女性农民,保障她们被尊重且自主参与

民族民间体育活动等精神文化享受的权利,“创
造一种社会文化环境优美的生活”[16]。如此,在

主体性培育中充分激发创造性,才会对未来抱有

幸福的憧憬。

3.2 民间体育协会的组织结构

随着农村社会建设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

通过组建团体来获取发展资源。这些团体积极参

与社区集体活动的规划、组织、服务,提升了社

区建设的可持续性[17]。农民与民间团体之间相

互赋权增能,由社区需要而自发开展的活动比由

其他机构远程推动的活动更有可能成功。民族民

间体育团体可明显增加农民的社会资本,增进农

民交往并发展积极的关系,增强实现美好生活愿

景的实践行动能力,提升服务农村社区发展的

水平。
裕溪河流域的龙舟协会是一个着眼于地域经

济发展的民间体育团体。2019年4月成立的裕

溪河龙舟协会,是由裕溪河北岸运漕镇的3位青

年组建的体育组织,试图从体育赛事旅游产业的

角度为家乡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正如该协会一

位会长所言:“国家推动乡村振兴,我们农民自

己不行动,还指望别人帮我们致富吗?” (2019
年5月18日)基于对乡村的情感、对乡村振兴

的认知,他们在心理建设上赋权与在具体实践上

增能,开展了乡村现代化建设的集体行动。作为

发展社区体育的一种组织形式,龙舟协会成立之

初便策划以 “弘扬龙舟精神,传承民族文化,促

进古镇经济,建设美好家园”为宗旨的龙舟大

赛,向镇政府申请 “裕溪河首届龙舟赛” (申请

规模60条,政府批复18条),但旬月之间政府

便取消了赛事。
停赛原因主要为跨行政管理区域的协调工作

存在较大难度。2011年作为地级市的巢湖市一

分为三,曾经属于巢湖市的裕溪河流域分属合肥

市、芜湖市、马鞍山市。行政归属的变更虽没有

消解裕溪河龙舟文化,但给龙舟竞渡治理带来了

诸多困难。同年裕溪河上的龙舟季,依然由各村

庄自发组织。虽然呈现出自在运行与自为传承的

社会心态特征,但农民、农村社区、民间体育组

织的自由发展意识与行动已经觉醒。农民参与社

区民间体育组织,是将农民个体、乡贤能人、村

委会干部等人员深嵌于地方社会权力结构体系与

公共文化生活体系当中,通过培养社区意识、提

高社会凝聚力、增强集体效能与社会资本等方

式,实施乡村振兴。因此,自由发展状态下的民

族民间体育,赋 “乡村文化价值再造”之权,增

“农民共同体建构”之能,以农民的美好生活追

求为 “内生动力”振兴乡村。传统的 “过日子”
的社会心态,在农民自身、家庭、社会关系和生

活意义的再生产中,已然被现代化的社会生活与

生产方式激活。

3.3 社区建设运动的集体行动

农民的主体性体现为对现代理性知识的接

受、学习并以此来改造乡村社会,其既是乡村振

兴的结果,又是乡村建设的前提和动力,是农民

和农村持续不断的赋权增能的结果。面对农村生

产方式变迁带来乡村分化和农民分化的实际情

况,个体小农户很难成为发展乡村的主体。民族

民间体育助推乡村振兴,以地域文化空间中的农

民为中心,需要政府纵向放权与社会横向能力培

育,提高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程度与水平,促使

乡村社区在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集体行

动中走向农民自身的自由发展。
裕溪河流域的运漕镇按照 “水清岸绿产业优

美丽长江 (安徽)经济带”的建设要求,进行了

村落龙舟文化景观的空间重构,表征了 “当地

人”基于血缘地缘社会关系以及承载着共同记忆

与归属感的环境空间,赋予其文化意义[18]。运

漕古镇2014年被确立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沿

裕溪河的文化景观凭借古建筑保护与地方民俗文

化挖掘而整体在水、岸、船的文化意象上做文

章。首先漕川渡口、米市码头、古渡凉亭等具有

古韵味的地方特色建筑,展现了沿河以渔业和船

为载体的生产生活景观;其次是洪义泰码头,其

与米市码头相连,并设有临水与亲水平台,为龙

舟竞渡的后勤补给与观众观看提供了方便与安全

保障;再次是盐仓码头,通过曲桥栈道和悬空步

道打造人工岸,是当地渔民举办民俗文化节的主

要场所。通过以上措施,运漕镇打造了 “生态宜

居村庄美、兴业富民生活美、文明和谐乡风美”
的美丽家园。

自然村落也将龙舟文化建设与居住环境美好

相结合。以有96户人家的西曹村为例,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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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该村在污水处理工程中,对村中约30亩的

3口 “当家塘”进行排水清污;2019年,该村又

进行了一系列的景观提升工程,其中,在村口水

塘边土地庙旁建龙舟台,安放平时不用的龙舟,
使村庄成为富有生命的 “风俗画”。政府引导、
农民参与、社会协同的美好乡村文化建设,一方

面激发了农村社区的文化自觉,另一方面使龙舟

文化不仅成为生活的舞台,还成为充盈着政治想

像、经济效益、环境教育的象征场域。

4 结束语

党的二 十 大 报 告 提 出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需要调动与培育资源与力量,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推动农村人才、文化、组织等方

面的现代化治理,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农民

主体性的全面提升。就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民生

产生活方式的实际情况看,民族民间体育助力

乡村振兴的集体动员方式经历了3个阶段:在

文化传统惯习驱动的自在主体性阶段,特定文

化空间内的农民秉持传统文化惯习,赋权自然

村落家族单位的组织结构,并以民族民间体育

集体行动的社会文化秩序增能农村建设;在外

生动力的自为主体性阶段,以国家立场的农耕

文明保护为乡村价值的发展逻辑,赋权城市工

作农村生活的地方乡贤能人组织地域文化集体

行动,并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权力增能

驾驭生活的水平;到内生动力的自由主体性阶

段,则以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发展与体育强

国建设中农村体育发展的地位,赋权变村落为

社区的农村民间体育团体再造乡村文化价值,
并以民族民间体育文化资本开发增能农村社区

建设。民族民间体育传承演进的赋权逻辑体现

了农民 主 体 性 的 自 在、自 为、自 由 的 阶 段 特

征,同时也反映了农民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对

农村地位认同的差异,是农民生存经验与智慧

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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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of
 

National
 

Folk
 

Spo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owerment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Dragon
 

Boat
 

Race
 

in
 

Yuxi
 

River
 

of
 

Wanjiang

HUA
 

Jiatao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241002,
 

China)

Abstract: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
 

taking
 

the
 

dragon
 

boat
 

race
 

of
 

Yuxi
 

River
 

in
 

Wanjiang
 

as
 

a
 

cas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ocial
 

mentality
 

process
 

of
 

farmers’
 

subjectivity
 

in
 

promoting
 

rural
 

con-
struction

 

by
 

national
 

folk
 

sports
 

activities
 

since
 

the
 

1980s.The
 

stag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bjectivity
 

of
 

farmers
 

empowered
 

by
 

national
 

folk
 

sports
 

is
 

found.
 

Frist,
 

the
 

subjectivity
 

of
 

farmers
 

in
 

being-it-
self

 

stage
 

is
 

driven
 

by
 

the
 

traditional
 

habits
 

of
 

farming
 

culture,
 

empowers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natural
 

village
 

family
 

units,
 

and
 

enhances
 

the
 

level
 

of
 

rural
 

construction
 

with
 

social
 

and
 

cultural
 

or-
der.

 

Second,
 

the
 

farmers’
 

subjectivity
 

in
 

for-itself
 

stage
 

is
 

the
 

development
 

logic
 

of
 

taking
 

the
 

protec-
tion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s
 

the
 

rural
 

value,
 

empowering
 

local
 

talents
 

to
 

organize
 

regional
 

cultur-
al

 

collective
 

action,
 

and
 

increasing
 

the
 

level
 

of
 

control
 

over
 

life
 

with
 

the
 

discourse
 

power
 

of
 

the
 

inheri-
tor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ird,
 

the
 

farmers’
 

subjectivity
 

in
 

free-development
 

stage
 

is
 

based
 

on
 

the
 

status
 

of
 

rural
 

sports
 

development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empowering
 

folk
 

sports
 

groups
 

to
 

rebuild
 

rural
 

cultural
 

values,
 

and
 

building
 

rural
 

communities
 

with
 

cultural
 

capital
 

development.
 

The
 

being-itself,
 

for-itself
 

and
 

free-development
 

stage
 

characteristics
 

are
 

also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s’
 

identification
 

with
 

rural
 

status
 

differences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mod-
ernization.
Key

 

words:national
 

folk
 

sports;empowerment;
 

being-itself;
 

for-itself;
 

free-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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